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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关系评估的准实验设计与实证经济学的
可信性革命

——202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主要经济理论贡献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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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使用观察数据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可信评估是实证经济学要面对的

一个普遍问题。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2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大卫•卡德（David Card），以

表彰其对劳动经济学实证研究的贡献，以及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和吉多•因

本斯（Guido W Imbens），以表彰其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性贡献。他们借助自然实验对因果关

系评估进行准实验设计，显著提高了从观察数据中进行因果关系评估的可信性。对准实验设计

方法和实证研究的回顾表明，各种准实验设计都有相同的基本逻辑，即在社会经济中找到一种

场景也就是“自然实验”来模仿随机控制实验，评估反事实结果从而推断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

关系；准实验设计的质量是决定实证研究质量和结论可信性的关键，高质量的准实验设计来自

对自然实验背后相关制度运作过程的深刻理解和透彻分析。国内经济学者在借助准实验设计

以科学规范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讲好中国故事时，要注重对自然实验背后的相关制度进行深度

的调查分析，规范准实验设计过程，避免P值操纵，并要加强影响机制的理论研究；政策制定者

在利用准实验研究结论时，必须关注准实验设计研究结论的局限性和外部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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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因果关系评估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随机控制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是因果关系评估最有效的工具，被誉为因果推断的黄金标准。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也采

用这一方式对因果关系进行评估。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弗农•史密斯对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和

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对减轻全球贫困问题所进行的实地实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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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最具代表性（李宝良和郭其友，2019）。但是，随机控制实验有其局限。因其耗时、花费不菲，以

及伦理道德的限制等因素，该方法并不总是行得通的。例如，经济学家难以甚至无法通过随机

控制实验来评估最低工资、移民及教育政策对就业和收入等的影响。对于这些事关劳动者收入

以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能够用于因果关系评估的数据通常只有观察数据。然而，观察数据不

同于实验数据，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观察数据中的“内生性”问题，观察数据是人们在受约束条件

下最优化的结果，这导致观察数据受各种可观测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使得研究者难以像使

用实验数据一样，在保持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来评估因果关系。

早期的实证经济学（empirical economics）①研究因缺乏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有效办法，导致

实证研究的结论缺乏可信性。以最低工资政策为例，即使如教科书所预测的那样，最低工资与

失业率之间有正相关关系，人们却无法确认是因最低工资的提高而导致了失业率增加，还是因

政策制定者为了回应失业率增加下低收入者的呼声而提高最低工资。因此，要使用观察数据对

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可信的评估，就要找到解决观察数据中的内生性问题的办法。借

助自然实验进行准实验设计，成为解决观察数据中的内生性问题的切入口。准实验设计基于这

样一种思想：自然、政策以及制度等的变化有时候会提供一种场景，就像随机控制实验一样，它

会将研究对象进行随机分组而排除内生性的影响。这些场景是在社会经济中自然发生的，因而

被称为自然实验；它们又类似于随机控制实验，也被称为准实验。通过自然实验的选择，能够较

好地排除观察数据中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因果关系评估的可信性。

本年度三位获奖者是借助自然实验对因果关系评估进行准实验设计的先锋。从20世纪

90年代以来，卡德借助自然实验对最低工资、移民和教育政策问题中的因果关系进行准实验设

计研究，他的许多实证结论颠覆了传统观念，并且引发了经济理论的发展和新一轮的实证研

究，使人们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将经济学中的工具变

量框架和统计学中的潜在结果框架结合起来，考虑了自然实验中普遍存在的异质性和不完全

依从问题，在满足一组最小假设的条件下提出了局部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方法，澄清在自然实

验中进行可信的因果关系评估所需要满足的关键假设，使准实验设计更加透明和可信。

以卡德、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为代表的因果关系评估的准实验设计方法，与以班纳吉、迪

弗洛和克雷默为代表的实地实验方法一起奠定了实证经济学（empirical economics）的方法论

基础，并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掀起了实证经济学可信性革命的浪潮。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委员会主

席彼得•弗雷德里克森称：“卡德对社会核心问题的研究以及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的方法论贡

献表明，自然实验是丰富的知识来源。他们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回答关键因果问题的能力，

这对社会大有裨益。”
本文对他们如何借助自然实验对因果关系评估进行准实验设计进行梳理和述评，主要结

论如下：第一，因果关系评估的各种准实验设计方法万变不离其宗，有着相同的基本逻辑，都是

借助自然实验的场景模仿随机控制实验的方式，寻找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特征的研究对象作为

对照组，对照组构成了因果关系评估的反事实结果。第二，对实证经济学的经典文献的研究发

现，因果关系评估的可信性，它不是依赖于数据和计量方法本身，而是依赖于社会经济体制运

行机制的深入理解和透彻分析，因而对自然实验的深入调查和探讨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实

证经济学家不太可能仅依赖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实证结论的因果关系进行解读。高质量的实证

经济学研究要根据问题的背景，包括制度特征的深入分析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择合适的方法。

①这里实证经济学指的是empirical economics而非positive economics。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是相对于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而言的，empirical的含义是源于实验和观察而非理论，因此，empirical economics是相对于理论经济学（theoretical economics）而言
的，更准确的翻译是经验经济学，之所以翻译为实证经济学，是因为考虑到国内的翻译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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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的经济改革为准实验设计提供了可资利用的丰富的自然实验资源，研究者以科学规

范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讲好中国故事时，必须注重对自然实验背后的相关制度进行深度的调查

分析，规范准实验设计过程，避免P值操纵，并且要加强影响机制的理论研究；而政策制定者在

借鉴参考准实验设计评估政策效果时，要关注准实验设计研究结论的局限性和外部有效性。

二、  学术生涯与主要论著概述

卡德1956年出生于加拿大圭尔夫（Guelph），拥有加拿大和美国双重国籍。卡德1978年毕业

于加拿大女王大学（安大略省金斯敦），获文学学士，198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先

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

主任、计量经济学实验室主任、国家经济研究局劳动研究计划主任。他曾担任《美国经济评论》

《计量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杂志》等期刊的联合编辑或副主编，并担任加拿大统计局、罗素圣

哲基金会等的咨询顾问。卡德因对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许多荣誉，其中最重要

的或许是获得1995年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此外，他还获得伊扎劳动经济学奖（2006）、计量经

济学会授予的弗里希勋章（2007）、BBVA前沿知识奖（2015）。
卡德师从奥利•阿申菲尔特（Orley Ashenfelter）而走上劳动经济学研究之路。阿申菲尔特

是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是他第一个将双重差分法引入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之中①，也是他指出

了随机实验是实证研究的可行之路（Ashenfelter，1978）。在阿申菲尔特的引导和启发下，卡德

的研究兴趣包括最低工资、移民、教育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中与性别、种族相关的收入差异，研

究议题涉及税率和劳动力供应、最低工资、粘性工资、罢工模式、工会和不平等、基于技能的技

术变革、教育回报、移民等社会热点问题。卡德发表了上百篇的期刊论文和书籍章节。与艾伦•
克鲁格合著的《神话与衡量：最低工资的新经济学》（1995）一书，集中体现了他对最低工资实

证研究的成果。与艾伦•克鲁格合著的《工资、学校质量和就业需求》（2011）一书，是他对教育问

题的实证研究成果。与史蒂文•拉斐尔合编的《移民、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平等》（2013），集中收录

他对移民问题的研究。

安格里斯特1960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他在1982年
获奥伯林学院经济学学士，1987年和198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任

教于哈佛大学、希伯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福特经济学教授、麻省理工学

院蓝图实验室主任、国家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经济协会、美

国统计协会、计量经济学会等的会员，担任《劳动经济学杂志》的联合编辑。他因对计量经济学

方法和实证研究的贡献而受到广泛赞誉，1999年获《经济学季刊》授予的格里利克斯

（Griliches）荣誉奖，2011年被布达佩斯拉吉克•拉兹洛高等研究学院授予约翰•冯•诺依曼奖。

国内计量经济学界称安格里斯特为“安神”。“安神”的神奇人生与他不安分的性格分不开。

他成长于犹太家庭，贪玩的秉性让其父母甚为担心他的人生。好在他在奥伯林学院时写了篇优

秀论文，得到奥利•阿申菲尔特的赏识，后者有意收他为博士生。然而，安格里斯特却赴以色列

当一名伞兵。在见识了战争的残酷之后，安格里斯特写信给阿申菲尔特想回到他名下攻读博

士，由此重归学术之路。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教育经济学和学校改革、社会计划和劳动力市场、移

民、劳动力市场监管和制度的影响、项目和政策评估的计量方法。他对准实验设计方法的推广

体现在与约恩-斯特芬•皮施克合著的《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实证研究者指南》《精通计量：

从原因到结果的探寻之旅》两本教科书中，书中也汇集了他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成果。

因本斯1963年出生于荷兰，拥有荷兰和美国双重国籍。因本斯1983年通过荷兰鹿特丹伊拉

①双重差分法最早可以追溯到约翰•斯诺（John Snow）对霍乱传播机制的研究（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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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姆斯大学的计量经济学候选资格考试（相当于学士学位），1986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英国

赫尔大学，获得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硕士学位，并于1989年和1991年在布朗大学获经济学硕士

和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伯克利分校等。2012年，他转职斯坦

福大学商学院，现任应用计量经济学教授和经济学教授、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是美

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经济计量学会会员、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信托教师委员会成员、瑞士圣

加仑大学名誉博士、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自1993年起，他担任多届计量经济学学会大

会的组织委员，曾任《商业与经济统计期刊》《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期刊》等的副主编，曾

获得阿尔弗雷德•P•斯隆研究奖学金（1995—1998）、因将贝叶斯分析用于“在随机激励设计中

评估流感疫苗的效果”研究而获得2001年度的米切尔奖。

因本斯对计量经济学理论研究情有独钟。自1982年起，他一边从事计量经济学的学习和研

究，一边在大学兼任研究助理或讲师。他早期的研究兴趣是基于选择的抽样问题的推断和优化

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他与安格里斯特、鲁宾合作，研究重点和研究兴趣逐步转向准实验

设计的因果关系评估方法，包括匹配方法、回归断点估计以及双重差分法的改进。因本斯的代

表作是与反事实框架的提出者唐纳德•鲁宾合著出版《统计学、社会学和生物医学的因果推断

导论》（2015），该书总结了因果推断领域的最新理论进展，被誉为因果推断理论应用研究领域

最经典的教科书。

三、  因果关系评估的准实验设计

准实验设计在本质上是对随机控制实验的模仿，要把握因果关系评估的准实验设计，首先

要理解随机控制实验的精髓。接下来，我们将以随机控制实验作为比较的基准，就安格里斯特

和因本斯对工具变量法所需满足的前提假设（Imbens和Angrist，1994），或者更一般地说，使用

自然实验进行因果关系评估的准实验设计时需要做出的假设进行探讨；同时回顾安格里斯特

及其合作者运用准实验设计方法对教育回报率（Angrist和Krueger，1991）以及教育投入与学习

表现（Angrist和Lavy，1999）的实证研究，展示从自然实验中能够进行哪些因果推断，或者不能

进行哪些因果推断。

（一）作为基准的随机控制实验

因果关系评估是要评估某个处理对个体的影响，它被称为处理效应（treatment effect）估
计。要准确地估计处理对个体的影响，就需要知道受处理的个体，假如它没有受到处理会怎么

样？这就是所谓的反事实结果（counterfactual outcomes）。然而，因果关系评估的难点在于，无法

让同一批病人在服药的同时又不让他们服药。如果仅是比较一批服药的和另外一批不服药的

病人，那么两批病人结果的差异可能不是药品的效果，而是两批病人之间的差异导致的。简言

之，要准确地评估处理效应，需要在除了是否接受处理的不同之外，还要保持其他各个方面的

条件不变，才能准确地估计反事实结果，进而准确地进行因果关系评估。

随机控制实验就是一种评估反事实结果的有效手段。仍以药品有效性检验为例，研究人员

通常采用精心设计的双盲实验评估药品的有效性。具体是，首先将病人随机分组，随机分组确

保了这两组人在性别构成、平均年龄、嗜好的比例等各个方面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特征；然后

随机选择一组作为处理组施以服药的处理，另一组作为对照组则服用安慰剂。在这个过程中，

参与实验的病人和医生不知道其服用的是药品还是安慰剂。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常识和生理

学理论指出，药物的效果会受到人体自身有免疫力和自我恢复的能力及心理暗示的影响。

随机控制实验中的处理组和作为反事实结果的对照组之间均值的差异，提供了药品效果

的可信估计，这个处理效应也称为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ATE）。平均处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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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等于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treated，ATT）和未处理组（对照

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untreated，ATU）的加权平均，其权重是处

理组和对照组的比重。由于异质性的存在，ATT通常不等于ATU，因而通常也不等于ATE。一般

而言，在随机控制实验中，可以估计ATE，但是在自然实验中，能够估计的只是ATT。
虽然随机控制实验的设计和实施比较麻烦，但是实验数据的分析则相对简单。在上述药品

有效性检验的例子中，可以通过两组之间的均值的t检验进行判断。但是在现实中，许多因果关

系评估是难以通过随机控制实验来检验的。研究人员能借助的就是观察数据，而这些观察数据

通常是人们选择的结果，这就存在内生性问题，计量经济学就是为了解决观察数据中的内生性

问题发展而来的。这些方法在计量经济学教材中有详细的介绍（安格里斯特和皮施克，2012，
2019）。接下来的重点是，以随机控制实验作为基准，归纳自然实验在模仿随机控制实验进行因

果关系评估中所面临的挑战，阐述各种准实验设计方法，它们如何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来估计反事实结果，从而进行因果关系评估。这是精髓所在。

（二）自然实验与准实验设计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自然发生的事件会导致类似于随机控制实验的场景或自然

实验，这些事件不在人们的掌控之中，会将人们随机分成不同的群体、接受不同的处理。准实验

设计的优势在于节约了设计和实施随机控制实验所需的时间和资源。但是，自然实验毕竟不是

随机控制实验，利用自然实验对因果推断进行准实验设计也给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挑战。一个挑

战是异质性（heterogenity）问题，即处理组和对照组对同样处理的反应可能是不同的，即ATT可
能并不等于ATU；另一个挑战是不完全依从（compliance）问题，即当处理效应因人而异时，人

们在进行选择时很有可能不会完全依从自然实验。这两个挑战在随机控制实验中也同样存在。

例如，实验对象可能退出实验，这时研究人员通常采用最终完成实验的处理组和对照组去估

计，被称为意图处理效应（intention to treatment，ITT）。很明显，如果不遵从实验而退出的人具

有某种系统性特征的话，那么ITT很可能不同于ATE。
在随机控制实验中，可以通过对实验的过程进行严格把关来减少两者的偏差。但是，不完

全依从问题在自然实验中普遍存在，其与异质性的结合给因果推断带来了新的问题。早期的研

究人员试图对研究对象的行为施加严格的假设，以此来对总体或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进行

因果推断，但是，这些假设往往过于严格而缺乏实际用途。要解决内生性问题，就得找到一个工

具变量，对是否接受处理进行随机分组。因本斯和安格里斯特试图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在不对

无法观察的研究对象行为施加额外的假设下，能够从自然实验中进行哪些因果推断。

1.工具变量法

以安格里斯特和克鲁格对教育回报率的估计的里程碑式实证研究（Angrist和Krueger，
1991）为例，他们选择出生日期作为工具变量。这个工具变量来自于出生日期的随机性以及美

国的教育法规产生的自然实验。在美国，早出生的学生将比其他晚出生的学生更早到达从高中

辍学的合法年龄。假设有两个孩子的出生日间隔一天，即一个出生于12月31日，另一个在1月
1日。由于开学的日期是统一的，譬如都在9月1日，这样，出生于12月的孩子在开学时的实际年

龄是5岁8个月大，而出生于1月份的孩子是6岁8个月大①。如果法律规定年满18周岁可以辍学，

那么，只有1月份出生的孩子才能在高中毕业前辍学。可见，出生日期的随机变化导致教育程度

的变化，这是由法律法规引起的，与学校教育的其他决定因素无关。因而，这样就可以采用是否

将入学截止日期前出生的哑变量作为工具变量。

①这个问题类似于国内幼儿园报名的出生日期以8月31日为界限，不同之处是美国在某一年出生的人在同一年的9月1日入学，因而12月
31日出生的人一到年龄就可以上学，1月1日的人只能下一年才能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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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出生日期与是否完成高中学业可以将总体分成4个子样本，不同子样本的行为是异质

性影响的反应：第一个子样本是不管出生日期为何都会完成高中学业的，这一类人也称为始终

接受者（always-taker）；第二个是不管出生日期为何都会辍学的，这一类人也称为从不接受者

（never-taker）；第三个是出生日期在入学截止日期前就完成高中学业、在入学截止日期后就辍

学的，这一类人被称为依从者（compliers）；第四个是出生日期在截止日期前就辍学、在截止日

期后就完成高中学业的，这一类人被称为排斥者（defiers）。由于始终接受者和从不接受者的行

为不会因工具变量而发生变化，因而无法用来进行因果推断；能够借助工具变量用于因果推断

的实际上是第三个子样本，也就是依从者。但是，这会受到排斥者的干扰。

为了能够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因果推断，因本斯和安格里斯特（Imbens和Angrist，1994）认
为，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至少应该满足如下的假设：（1）随机分配假设：工具变量应该和随机分

配一样好，即工具变量应与所有潜在结果不相关。这个假设与随机控制实验一样，使得处理组

和对照组具有相似的特征。（2）相关性假设：工具变量与被处理与否相关，它可以通过是否中签

与是否服兵役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检验来判断。（3）排他性假设：工具变量影响潜在结果的唯一

途径是通过处理。从理论上来讲，这个假设是不可检验的，只能通过经济学理论或者常识进行

论证。例如，抽签是根据出生日期随机抽取的，出生日期影响未来收入是通过是否服兵役可能

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假设（1）和（3）意味着工具变量是外生的，也即外生性假设由随机性和排他

性两个假设组成，但这是两个不同的假设。此外，为了排除排斥者的干扰，他们还提出了第四个

辅助的假设，即（4）单调性假设：所有的个体都以同一个方向受影响，要么不受影响，这个假设

意味着排斥者很少或者不存在。

在满足以上假设的基础上，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因本斯和安格里斯特提出了局部平均

处理效应（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LATE）定理：对于任何随机分配的、第一阶段估计值不

等于零的工具变量，如果满足单调性和排他性约束，那么局部平均处理效应就是简约式估计值

与第一阶段估计值之比，也就是处理对依从者所产生的平均因果效应。所以，局部平均处理效

应也称为依从者平均因果效应（complier average causal effect，CACE）。由于异质性的存在，

CACE可能不同于始终接受者和从不接受者的平均因果效应，这也是这个平均处理效应被称

为局部的原因。

在教育回报率的估计（Angrist和Krueger，1991）中，依从者是这个实证研究主要对象，出生

在入学截止日期前完成高中学业的依从者是处理组，出生在入学截止日期后辍学的依从者是

对照组。这个工具变量满足随机分配的假设，因为出生日期是随机的；也满足相关性假设，因为

这个可以通过工具变量与高中毕业相关性进行检验；还可以合理地假设排斥者不存在，也即基

本满足单调性假设；剩下的问题是排他性假设，由于工具变量也会产生入学年龄的变化，如果

工资收入与入学年龄有关系，那么排他性假设可能会被违背。假如工资收入与入学年龄无关，

那么这个工具变量就满足了四个相关的假设。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安格里斯特和克鲁格使用工

具变量法估计了教育的回报率。他们的研究发现，额外受教育一年的回报率大约为9%。这个估

值高于早期的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估计结果。这是由于处理的异质性导致的。事实上，

准实验设计对因果关系的评估针对的是那些尽快辍学的可能性很高的人，因此所估计系数代

表的是确定了受工具变量影响的群体的平均教育回报率，这个群体是教育回报率研究的“依从

者”，他们的平均处理效应可能不同于那些未受自然实验影响的“非依从者”。
2.其他准实验设计方法

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对局部平均因果效应的研究表明，即使存在异质性和不完全依从问

题，工具变量也可以在一组最少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合理的假设下识别因果治疗效应。其所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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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果效应是依从者之间的平均因果影响，即由于随着工具变量的变化而改变行为的人群子

集的因果影响。这使得因果关系评估准实验设计所需满足的假设的性质更加透明，并且提供了

一个探讨诸如双重差分法以及回归断点设计等其他准实验设计方法所要满足的条件的基本框

架。事实上，其他的准实验设计方法与上述工具变量法有着相同的基本逻辑，就是借助自然实

验将研究对象进行随机分组：在工具变量法中，依从者按照工具变量分成是处理组和对照组；

在回归断点设计中，断点附近的一侧是处理组，另一侧的附近是对照组；在双重差分法中，受政

策影响的是处理组，不受政策影响的是对照组等。

这些准实验设计方法要能对因果关系进行可信的评估，其假设前提类似于与工具变量法

的前提假设，都是要通过外生的变化来进行因果关系评估。以回归断点设计①（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RDD）为例，它考虑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当沿着某个运行变量移动时，被处

理的概率发生“跳跃”，这个跳跃点就是一个的断点。以断点作为分界，断点两边的研究对象可

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但是如果在断点的附近两侧截取一个子样本，那么这两组人之间除了

是否接受处理之外，其他各个方面具有相似的特征。可以看出，回归断点设计是最接近随机控

制实验的一种准实验设计方法。回归断点设计的关键前提假设是断点的外生性，也就是断点要

能够将断点附近的研究对象随机分组，这与工具变量法中随机分配假设一样；断点影响潜在结

果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处理，这实际上就是工具变量法中的排他性假设。因而，回归断点设计也

可以看成是一种工具变量法，断点就是一个工具变量（安格里斯特和皮施克，2019）。
安格里斯特及其合作者使用了回归断点设计研究了班级规模对成绩的影响（Angrist和

Lavy，1999）。教育投入对学习表现影响的实证研究经常面临教育的投入的内生性问题的困

扰，比如班级规模如果是按照学习表现来确定，将学习表现差的学生分到小班去，那么使用学

习表现对是否小班的哑变量进行回归可能会得到班级越小，学习表现越差的荒谬结论。针对这

个问题，他们借助以色列的分班情况作为自然实验。以色列的班级人数上限为40人。如果是

41人通常分为两个小班，而39人就为一个大班。这创造了一个类似的实验场景：将入学人数略

高于或低于40、80或120的学校进行比较，其中班级规模差异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人数不

同的学校在其他方面可能非常相似。因此，随着学校入学人数的增加，一个描述学生数量和学

业成绩之间关系的回归应该在这些断点处表现出不连续性。使用以色列数据的回归断点估计

表明，当班级规模下降时，成绩显著提高。

以上回归断点估计的关键假设是，在断点的两侧，个体在其他方面都是相似的。例如，在安

格里斯特的研究中，这要求注册人数在35—39之间的学校的学生（对照组）和注册人数在

41—45之间的学校的学生（处理组）具有相似的家庭背景。这可以通过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均值

检验来判断，还可以通过对断点附近学生背景特征分布。如果存在某种聚集特征，那么有可能

表明一些家庭存在策略行为，会将自己的小孩分到班级比较小的学校，因而可能不是随机抽

样，这会影响回归断点设计的有效性。当然，这个因果关系评估针对的是断点附近两侧处理组

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这个处理效应也是局部平均处理效应。

（三）比较与小结

纵观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贡献，有多位获奖者与实验或者因果关系评估有关系。

他们或在实验室开展随机控制实验对经济理论进行检验（史密斯，2002年度），或者在实际的经

济环境中进行实地实验（班纳吉、迪弗洛和克雷默，2019年度）；或者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的设

①回归断点设计最早出现于1960年教育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的研究报告（Thistlehwaite和Campbell ，1960年）。坎贝
尔曾就极力倡导回归断点设计，但是那时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重视。1972年，戈德伯格（Goldberger）将其引入在经济学领域中，但是真正使回
归断点设计受到经济学家关注的是1999年安格里斯特和拉维在《经济学季刊》合作发表的论文（Angrist和Lavy，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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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例如金融学中用于市场有效性检验的事件研究法（法码，2013年度）以及用于宏观经济中的

因果关系实证研究的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和向量自回归模型（萨金特和西姆斯，2011年度）。安

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论贡献在于，他们在不能做实验的情况下借助经济

社会变迁中制度、政策变化、自然变化产生的自然实验模仿随机控制实验进行准实验设计，由

此丰富了因果关系评估的工具箱。

就准实验设计方法本身而言，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的贡献在于，他们将经济学中的工具变

量法与统计学中的潜在因果关系模型结合，提供了一个理解各种准实验设计方法的统一框架。

工具变量法本质上是借助工具变量对研究对象进行随机分组，其他的准实验设计方法也有相

同的基本逻辑，都是使用自然实验来模仿随机控制实验的方式，将研究对象分为处理组和对照

组。他们的研究指明了工具变量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或者更一般地，利用自然实验对因果关系

评估进行准实验设计所必须满足的前提假设。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通过实证研究示范了如何

寻找自然实验进行准实验设计。他们指出，最好的工具来自对某些计划或干预的制度细节的深

入了解（Angrist和Krueger，2001）。

四、  实证经济学的可信性革命

将随机控制实验方法引入实际经济环境中进行实地实验，或者借助自然实验对观察数据

的因果关系评估进行准实验设计，都为实证研究提供了突破口，由此掀起了近三十多年来的实

证经济学可信性革命的浪潮。其中，劳动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可信性革命最为显著。这一部分重

点关注卡德对最低工资、移民和教育问题的实证研究。1990年以来，以卡德及合作者创造性地

借助自然实验，比如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最低工资政策差异、1980年的马列尔偷渡事件以

及州一级教育支出的变化等分别对最低工资、移民、教育等一系列问题的因果关系评估进行准

实验设计，创造出近似于理想的实验环境，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实证研究结论的可信性。

（一）最低工资与就业

最低工资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帮助低收入者提高收入。然而，最低工资增加企业的用工成

本，从而降低了低收入和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可能减少就业。这个经典的预测也受到广

泛的认同。有79%的经济学家同意最低工资法提高了年轻人和不熟练工人中的失业（曼昆《经

济学原理》）。其实，最低工资政策是否使低收入者受益仍然是不清楚的。其中，最低工资政策

对就业的影响是问题的关键。早期的劳动经济学家借助时间序列数据或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

究，这些实证研究结论因为缺乏解决观察数据中的内生性问题而缺乏可信性。虽然实证研究发

现最低工资的提高与失业率的增加呈正相关关系，但是研究者无法区分这种正相关关系是最

低工资的提高导致了失业率的增加，还是失业率的增加激发了提高最低工资的呼声进而导致

最低工资政策的出台。

1992年，卡德使用最低工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的州作为对照组，研究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工

资和就业演变（Card，1992）。研究发现，虽然加利福尼亚州在1988年最低工资提高了27%，与此

同时的加利福尼亚州青少年的工资与对照州相比增加了10%，没有证据表明青少年就业率下

降。卡德还发现，与对照州相比，加利福尼亚州的就业人口比增加了4%，这似乎是由劳动力参

与率的增加推动的；换句话说，加利福利亚州最低工资政策对青少年就业的影响除了最低工资

的影响之外，还可能受到不同州劳动力市场条件差异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排除不

同州劳动力市场条件差异的影响。卡德和克鲁格尔借助新泽西州与宾夕法尼亚州的最低工资

政策差异作为“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设计估计了最低工资政策对就业的影响（Card和
Krueger，1994），这是双重差分法的经典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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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1月，新泽西州将最低时薪从4.25美元提高到5.05美元，但相邻的宾夕法尼亚州的

最低时薪将保持在4.25美元。由于两州的地理位置临近，可以认为两州处于统一的劳动力市

场，具有相同的劳动力市场条件。这创造了一个天然的实验场所，可以排除劳动力市场条件的

影响。通过比较这两个州在最低工资调整前后的情况，评估最低工资提高对就业的影响。卡德

与克鲁格尔分别对两个州实地调查，收集了1992年2月（最低工资调整之前）和11月（最低工资

调整之后）大约400家快餐店在这两年前后一系列数据，包括工资水平、雇用人数以及产品价

格。选择快餐店作为调查对象，是因为快餐店是受最低工资政策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

他们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第一重差分分别估计了这两个州的快餐店就业状况在最

低工资提高前后的差异。这个差异代表了最低工资和宏观经济的影响。例如，他们发现新泽西

州的就业在最低工资政策实施后确有下降，但这主要是受美国东部地区持续恶化的宏观经济

形势所致，而非提高最低工资的影响。第二重差分通过将新泽西州就业状况在最低工资提高前

后的差异，然后减去宾夕法尼亚州就业状况在最低工资提高前后的差异，这样就排除了宏观经

济形势对就业的影响。可以看出，这里必须有一个关键假设，那就是宏观经济形势对两个州就

的影响相同，即所谓的平行趋势假设。这个可以通过比较新泽西州（处理组）和宾夕法尼亚州

（对照组）在最低工资提高前快餐店就业的变化进行检验。

卡德和克鲁格尔的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新泽西州最低工资的提高减少了快餐店的就

业。这项研究结论挑战了经济学家和普通大众有关最低工资对就业，特别是低收入人群就业有

负面影响的共同信念。尽管该研究结果饱受争议，但是卡德和克鲁格尔对反事实结果估计的研

究设计，引起人们对早期的研究结论和教科书上模型的预测结果的怀疑，进而引发了人们对最

低工资问题的重新探讨。经济学家提出了很多新的解释，如劳动成本、生产力、价格反应、劳动

力市场结构等，对最低工资的提高为何没有导致降低就业影响的机制提出了解释。例如，卡德

和克鲁格尔认为，是因为快餐店可以将最低工资提高导致的负担转嫁给消费者。这些新的解释

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实证研究，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的理解。

（二）移民的影响

移民问题也是广受争议的政策议题。一方面，大量移民特别是低技能移民的流入对当地的

劳动力供给产生正向冲击，影响本地居民的就业前景并压低本地居民的工资；另一方面，大量

移民的流入又增加了本地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这可能改善本地居民的就业前景。因此，事先并

不清楚低技能移民流入如何影响居住本地居民。具体来说，移民的劳动技能与本地居民是替代

还是互补，以及企业在面对移民涌入时是否要增加针对移民劳动技能的投资，这些问题人们并

不清楚，因此需要对移民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的最大难点在于，移民可能会选择对劳动力

需求不断增长的地方，这些地方即使没有移民，对本地居民的需求也与其他市场不同。这就是

移民问题实证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实证研究的挑战在于，研究者要找到办法估计出，在

没有移民涌入的情况下本地居民就业状况和工资收入的反事实结果。

1980年的马列尔偷渡事件（Mariel Boatlift ）提供了一个解决上述问题的机会。卡德极其敏

锐地捕捉到这个事件，借助这个自然实验来评估移民的影响。事件的背景是，1980年，古巴首脑菲德尔•
卡斯特罗宣布，任何希望离开古巴的人都可以移民。在古巴政府的支持下，自1980年4月至10月
的6个月期间，大约125 000名古巴人从古巴玛丽尔港偷渡到美国佛罗里达州（主要是迈阿密），

结果使得迈阿密的劳动力增加了7%。这就是马列尔偷渡事件。

马列尔偷渡事件为评估移民影响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自然实验（Card，1990）。一是该事件导

致的迈阿密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是外生的；二是这些移民主要集中在迈阿密相对狭小的地区，没

有对其他区产生外溢影响，这使得研究者可以用其他相似的地区作为对照组。卡德采用迈阿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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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调查的个人失业数据，并基于人口统计和经济状况选择了四个具有可比性的城市（亚特兰

大、洛杉矶、休斯顿和坦帕-圣彼得堡）作为对照组。在此基础上，卡德通过双重差分法估计了移

民对本地居民工资和失业率的影响。研究结果令人诧异，大量移民的涌入对本地居民工资和失

业率没有显著影响。卡德认为，这是因为迈阿密的劳动力市场有能力吸收这些移民。卡德的研

究受到质疑，原因之一是他在选择对照组城市时存在主观性；有学者利用合成控制法解决了这

个问题，他们使用合成控制法复制了卡德的研究并得到类似的结论（Peri和Yasenov，2018）。
卡德的这项研究再次挑战了经典的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理论模型的预测，深化了人们对

移民影响的理解。在随后的研究中，很多的研究也发现移民对本地居民的影响不大。除此之外，

在对移民影响本地人的机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也发现，本地居民通过进入需要当地语言沟

通技能等与移民竞争较少的职业来避免负面后果，实际上本地居民受益于新移民的涌入；相比

起来，受移民影响最大的是先前的移民，新移民的涌入对先前的移民构成了竞争；企业通过技

术投资适应移民流入，可以减少新涌入的移民对先前移民的不利影响。

（三）教育投入与教育回报

关于教育投入如何影响学习表现以及教育回报率的早期实证研究受到内生性的困扰。例

如，不可观察的能力因素同时影响受教育程度和工资收入，如果基于工资收入对教育程度的回

归来估计教育回报率，实际上是混杂了教育和能力的共同影响，因而未能对教育的回报率作出

可信的估计。实证研究者需要找到受教育程度的外生变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安格里斯特借助出

生日期导致的教育程度的外生变化来估计教育的回报率，以及使用回归断点设计估计小班教

育对学习表现的影响，这是教育问题实证经济学的两个里程碑式的经典研究。卡德和克鲁格

（Card和Krueger，1992a；Card和Krueger，1992b）这两篇论文研究了学校质量对劳动力市场结果

的重要性，也是教育回报率估计的重要转折点。

这两篇论文都利用了学校质量的外生变化，这些外生变化来自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美

国特别是美国南部对教育的大量投入，他们用师生比、平均学期长度和教师的相对工资来衡量

不同州的教育质量。但是，劳动收入除了受到不同州的学校质量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各州劳动

力市场条件的影响，因而，需要一种能够区分这些不同影响的策略。1992年，卡德和克鲁格利用

人们跨州迁移这个自然实验设计了一个策略，其基本思路是比较居住在同一个州但成长于不

同州的人，由于他们成长于不同的州，他们的劳动收入会受到不同州的学校质量的影响，但是

居住在同一个州因而他们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条件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可以将学校质量好的

看成处理组，将学校质量差的看成对照组，这两组人面临的劳动力市场条件是一样的，由此可

以排除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影响。在实证研究中，卡德和克鲁格采用这种跨州迁移策略分别按居

住州、出生州和出生队列（cohort）估算学校教育的收入回报，然后挑出与给定队列在特定州长

大相关的学校教育回报。他们利用1980年人口普查的收入数据，以1920年至1949年间出生的男

性为研究对象，评估了学校质量的影响，发现在学校质量较高的州接受教育的男性，额外受教

育年限的回报率较高（Card和Krueger，1992b）。另一项研究则利用州级迁移策略，考察1960年
到1980年黑人与白人男子工资收入差异的下降是否受到相对教育质量的影响，他们利用搬到

北方各州的个人信息表明，1960年至1980年间黑人和白人收入差距缩小幅度中有20%可以由

黑人学生学校相对质量的提高来解释。

卡德和克鲁格的这两项研究对早期的实证研究提出了质疑，重新激发人们对教育投入和

教育回报率的兴趣，引发了一场关于学校质量和学校资源对学校和劳动力市场结果是否重要

的讨论。过去30年的研究得出的总体结论是，在工业化国家，学校资源似乎对劳动力市场的结

果很重要（Jackson、Johnson和Persico，2016）。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类型的教育投入的增加都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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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成就和劳动力市场结果的改善。对处于劣势的学生来说，学校资源对学校成绩的影响往往更

大，这表明他们的学校选择比来自优势背景的学生受到更大程度的限制。

（四）扩展与评价

准实验设计方法的引入点燃了劳动经济学领域实证研究可信性革命的导火线，这场可信

性革命从劳动经济学开始，像涟漪一样波及制度经济学、经济史、健康经济学、保险、产业经济

学、犯罪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经济学的众多领域，涌现了许多经典的研究。例如，在制度经济

学领域和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中，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2001）对制度影响经济增

长的研究是利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准实验设计的经典。可见，卡德、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推动了

过去30多年来经济学各领域的实证研究方式的改变。

从安格里斯特和卡德及其合作者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准实验设计给实证

经济学研究带来了两大优势。第一个优势是，通过引入准实验设计，在对照组的选择和设定下，

研究者明确了影响研究结论可信性的关键性假设是什么，从而使得讨论重点更加明确。第二个

优势是，准实验设计使得研究者可以像随机控制实验一样，通过平衡检验或者均值检验，以判

断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各个方面是否相似，以及处理后以处理组和对照组均值之间的差异来估

计处理效应，这有助于对研究的过程和结果进行直接的展示和简单的解释。

五、  结　语

过去30多年来，准实验设计方法的引入和发展推动了实证经济学可信性革命的发展。安格

里斯特和因本斯对工具变量法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理解准实验设计方法的基本框架，给实证研

究者提供了利用观察数据进行因果关系评估的强大工具，他们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实证研究的

工具箱，而且推动和拓展了因果关系分析的应用领域。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各

种制度创新和政策试点不断推出，这些制度创新和政策试点创造了许多可资利用的自然实验。

这些自然实验为有志于应用科学规范的经济学方法讲好中国故事的经济学家（陆毅和孙天阳，

2021）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利用准实验设计的方法对这些制度创新和政策试点的效果进行评

估，也有助于相关政策制定者调整和完善已出台的政策措施及其规划。

首先，要借鉴准实验设计方法讲好中国故事，必须注意到运用准实验设计进行因果关系的

可信评估并非易事。随机控制实验需要研究者对实验进行精心的设计，并密切跟踪实验的实施

过程；基于自然实验的准实验设计虽然不需要研究者亲自实施实验，但是也需要了解自然实验

的具体情况，根据自然实验的特征选择准实验设计的方法，判断是否满足这些方法使用的前提

条件，特别是自然实验如何对研究对象进行随机分配，从而解决观察数据的内生性问题。即使

经过如此细心的准实验设计，对因果关系评估结论的解读仍然要十分谨慎，因为从自然实验中

获得的因果关系推断，通常只适用于总体的某个局部。

其次，要规范准实验设计的研究过程，避免P值操纵。针对准实验设计实证研究论文的综

合分析发现，这些准实验设计实证研究中存在一种发表偏差（publ ica t ion  b ias）现象

（Brodeur等，2020），与显著性水平刚好大于0.05相比，有大量准实验设计研究的显著性水平刚

好低于0.05。这表明，实证研究者在进行准实验设计研究时可能存在P值操纵问题。研究者可能

通过对照组的选择、控制变量的选取、删除异常值等方式对数据进行调整，操纵实证研究结果

的显著性水平。防范P值操纵要依赖实证研究者和经济学界的共同努力，实证研究者要注重和

规范准实验研究的设计过程；对于经济学界而言，要建立实证研究设计的平台，提前开放研究

设计和数据是防范P值操纵的有效方法。

再次，在进行准实验设计的同时，要加强影响机制的理论研究。准实验设计方法更侧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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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评估，然而经济变量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需要进一

步研究。正如对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的研究中，卡德通过准实验设计发现最低工资政策对就业

的影响与教科书上基于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预测不一致，颠覆了传统的观点。但是这并非问

题的结束，而是提出了更多新的问题。经济研究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要求经济学

者加强影响机制的理论研究，在最低工资问题中，经济学家通过劳动成本、生产力、价格反应、

劳动力市场结构等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最低工资政策对就业影响甚微，这实际上正是影响机制

的研究。而对这些影响机制是否有效则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因此，经济学者在借助自然实

验进行因果关系评估的同时，也要加强影响的理论机制的研究。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要不断

完善因果关系评估的准实验设计理论与方法。例如工具变量法中弱工具变量问题，工具变量分

析依赖于强变量工具，如果工具很弱，估计就可能有偏差，因果关系评估就具有误导性。

最后，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他们要意识到准实验设计研究结论的局限性。如前所述，准实

验设计实证研究更多的是考虑因果关系评估的内部有效性问题，而且其研究结论通常只是针

对受处理影响的子样本而言才成立。因而，准实验设计尽管极大地提高了因果关系评估的内部

有效性，但是任何实证研究与特定的时间、地点和特定的研究设计有关，其因果关系的实证证

据总是局部的。如果将其推广到新的环境中，就必须要考虑外部有效性的问题。这也是政策制

定者在参考准实验设计研究结论制定或调整政策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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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How to evaluat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variables credibly using
observational data is a common problem faced by empirical economists.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awarded the 2021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to David Card for his empirical contributions to
labor economics, and Joshua Angrist and Guido Imbens for their method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analysis of causal relationships. This paper reviews how they devise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for
causality evaluation with the help of natural experiments and the credibility revolution in empirical labor
economics with emphasis on the analysis of century-old questions: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minimum
wage, the labor market impact of immigration and educational investment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various seemingly different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of causality evaluation have the
same basic logic.  They all  use the scene of natural experiments to imitate the way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and look for research objects with the same or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as the
control group that constitutes the counterfactual result of causality evaluation. Moreover, a survey of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empirical labor economics shows that the credibility of causality evaluation does
not depend on the data and econometric methods themselves, but on the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Therefore, the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discussion of natural experiments is essential. Finally, China’s economic reform
provides abundant natural experimental resources for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Researchers, who
want to tell the Chinese stories with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economic research method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ystems  behind  natural  experiments,
standardize the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process to avoid p-hacking, and strengthe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influence mechanism. Policy-mak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limitations and external
validity of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when learning from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 of policy.

Key words: David  Card; Joshua  D Angrist; Guido  W Imbens; causality;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empiric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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